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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李满园

妻子婚后出现癫痫症

状，丈夫认为妻子婚前有意

隐瞒， 夫妻由此感情破裂。

丈夫诉请离婚，妻子同意，但

要求丈夫给付经济帮助款，

法院是否会支持？

近日，上海市金山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离婚

纠纷案。

2006 年， 张先生和王女士经

人介绍后相恋， 并于同年年底登记

结婚， 2007 年 8 月生育一子。 后

来， 王女士出现癫痫症状。 张先生

认定王女士及其家人一开始就在欺

骗他， 双方多次协议离婚未果， 张

先生便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张先生诉称， 双方原本就属于

“闪婚”， 由于婚前缺乏了解， 婚后

感情不好， 加上王女士婚前隐瞒了

癫痫病， 使得原本脆弱的夫妻感情

破裂。 2011 年， 双方开始分居，

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 要求离婚。

王女士虽同意离婚， 但要求儿

子随她共同生活， 由张先生承担抚

养费。 另外，王女士表示，她结婚前

并没有出现癫痫症状， 不存在婚前

隐瞒癫痫病的事实， 考虑到自身身

体状况问题， 离婚时要求张先生给

付经济帮助款 15 万元。

法院在审理中查明， 2018 年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向王女士签发

《残疾人证》， 2024 年 3 月， 经法

院宣告王女士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 法院指定王女士的母亲作为其

监护人。 双方婚生儿子 （17 岁）

向法院明确表态， 其长期跟随母亲

及外祖父母共同生活， 若父母离

婚， 要求跟随母亲共同生活。

法院经审理认为， 张先生要求

离婚，王女士也表示同意离婚，应视

为双方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因此，法

院对张先生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予

以准许。关于子女抚养问题。双方均

要求婚生儿子随各自共同生活。 考

虑到孩子基本一直跟随母亲和外祖

父母生活，结合孩子本人的意愿、王

女士的身体健康状况等因素， 法院

确认，孩子随王女士共同生活，张先

生每月给付抚养费。

此外， 根据王女士享受最低工

资标准的实际情况、 王女士的身体

实际状况等因素， 可知王女士生活

较为困难， 再结合张先生的收入情

况， 法院判令张先生给付王女士经

济帮助款 5 万元。

该案现已生效。 张先生已支付

王女士经济帮助款 5 万元。

《民法典》第 1090 条规定：离

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

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 具

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

人民法院判决。该条规定即为“离婚

经济帮助”，该规定意在“帮助”，而

非“义务”，即并非所有离婚案件都

可以要求获得经济帮助。 获得离婚

经济帮助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一方生活困难。审判实践

中，认定“生活困难”一般有以下情形：

一方缺乏或者丧失劳动能力， 没有收

入或者收入有限， 难以维持当地一般

生活水平；一方患病，自有财产无法持

续覆盖基本医疗需求， 以及当地一般

生活水平；一方无住所等。需要说明的

是，如果离婚时一方具备劳动能力，只

是暂时生活困难， 此后情况有可能好

转， 也可以主张一次性或者短期性经

济帮助。 第二，另一方具备负担能力。

另一方在保证个人在当地的一般生活

水平的前提下， 才具备向一方提供经

济帮助的可能。反之，如果另一方的经

济能力连自己在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

都无法保障， 或者仅能够保障自己的

基本生活水平， 则无需向一方提供经

济帮助。 第三， 生活困难发生于离婚

时。 如果一方的生活困难情形发生在

离婚后， 则不能向另一方主张离婚经

济帮助。双方离婚后，在法律上已经缺

乏直接的关联，彼此间并无帮助义务，

一方亦无权要求对方给予经济补助。

当然， 如果一方出于自愿提供经济帮

助，这属于自愿而为，在不损害国家利

益、 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的情况，通常亦不予否定。关于离婚经

济帮助形式，可以由当事人协议确定，

协议不成的话，由人民法院判决。司法

实践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

通常可采取以下经济帮助形式： 货币

帮助、劳务帮助（如接送入院治疗）、实

物帮助（如提供住房）；可提供一次性

帮助、短期帮助和定期帮助等形式。

此外，根据《民法典》第 1053 条

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登

记结婚前如实告知另一方； 不如实告

知的， 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

销婚姻。但根据医学定义，癫痫病不属

于重大疾病的范围。因此，一方以对方

患癫痫病为由，请求撤销婚姻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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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姚彦静

实名制注册的电话卡， 居然涉嫌电信诈骗？ 近期，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案件， 通信公司上门维

修人员将客户实名办理的电话卡非法出售。 检察院对

利用工作便利非法出售客户电话卡的黄某、 马某， 以

及收购电话卡的上家刘某提起公诉。

多地多个诈骗电话为

同一号码段

2022 年末， 徐女士接到一个

“××2” 开头的电话， 对方自称是

银行保险监督委员会工作人员， 严

肃告知徐女士在京东使用的白条业

务是违规的， 继续使用会影响征

信， 需要转账一笔钱到安全账户解

决。 徐女士信以为真， 按照要求下

载了两个远程通讯 APP 进行语音

和视频。 在对方的指示下， 徐女士

分别从工商银行 APP 和京东金融

平台贷款 2 万余元和 4 万余元， 转

入对方提供的账户。

虽然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 但

这并没有引起徐女士的警觉。 就在

她再次被要求下载其他几个金融

APP 进行贷款时， 徐女士同事发

觉异常， 提醒徐女士可能为诈骗电

话， 此时徐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

骗。

在徐女士被骗的同一时间， 相

同号码段开头的诈骗电话频频响

起， 全国多地均有人报警称接到

“××2” 开头的诈骗电话， 被骗人

数众多， 被骗金额 1 万元至 70 万

元不等。

经查，该号码并不是虚拟号，都

来自某通信公司真实用户注册的手

机号，通信公司后台记录显示，这些

被用于诈骗的“××2”段电话均由维

修人员黄某、 马某二人上门服务时

为客户办理。

哄骗老人办电话卡并

非法出售

2023 年初，黄某、马某二人被

抓获到案。原来，通信公司将包括维

修在内的部分业务外包给了专门的

公司，黄某、马某均为外包公司维修

员工。二人供述，他们的工作职责主

要是上门维修通信设备。几个月前，

黄某在营业店门口结识了一名陌生

男子， 先是介绍了许多年轻人来办

卡。后来，索性直接向黄某购买电话

卡，每张电话卡开价 200 余元。

轻而易举就能获利， 黄某十分

心动， 拉上同事马某一起干起了卖

卡的勾当。此后，二人上门维修设备

时，一有机会就以完成公司指标、优

惠活动等为由劝说客户办理电话

卡，往往帮客户办理四张电话卡，自

己私自留下两张， 给出的理由或是

回公司备份、或是电话卡丢失。短短

一个多月，黄某、马某就私自截留了

50 余张电话卡并卖出， 牟利 1.8 万

余元。经查，其中十余张被用于电信

网络诈骗，涉案金额 200 余万元。

在选择开卡人群时， 二人刻意

选择年纪较大的老年群体办理，很

多老年人搞不清楚开卡流程， 稀里

糊涂就开了卡。而且由于黄某、马某

是通信公司派来的官方维修人员，

多数客户并无疑心。 但他们怎么也

没想到， 自己办理的电话卡会被卖

给诈骗分子。

5 月 30 日，普陀区检察院以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黄某、马

某提起公诉，并提出从业禁止建议。

同时， 启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程序， 要求黄某、 马某等人赔礼道

歉。 7 月 22 日，法院依法以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黄某、

马某有期徒刑 1 年， 缓刑 1 年 6 个

月，并处罚金 2 万元，同时对二人宣

告从业禁止， 并就自己的犯罪行为

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检察官在办理案件时发现了该

案中存在违规开卡的行为。 为了完

成推广任务， 外包公司鼓励维修人

员在上门维修时向用户推销电话卡

业务，于是授权了部分开卡资格，通

过手机端的专用业务软件在客户家

内即可完成实名认证并开通手机

号。 根据检察官调查， 在客户家开

卡，难以核实开卡人真实身份、其对

电话卡的实际需求， 进而导致大量

空白电话卡处于“监管盲区”。此外，

由于公司疏于管理， 维修员工直接

参与业务推广工作， 导致多张实名

制电话卡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 为

此，检察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建议相

关公司在开展相关业务前， 加强对

员工进行的培训， 提升员工反诈意

识， 切实履行好合理注意义务。 同

时，加强对空白电话卡的统一管理，

并对已办电话卡的情况开展自查。


